 作为二战时期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要战略支点，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说：“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他在具体说明中，列举了其中的3个：浙东、琼崖和陕甘宁 。由此可见，浙东根据地虽然地域狭窄，孤悬敌后，但其战略地位突出，政治影响广泛。
浙东根据地地处祖国东南海滨，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三角之间，以余姚梁弄为中心，东濒东海，南迄甬金公路，西跨浙赣路金萧线两侧，北达黄浦江两岸，包括三北 、四明、金萧、淞沪、三东 的广大地区，面积2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00余万。拥有浙东行政公署及其所辖4个地区级、16个县级政权，抗日武装1万余人。浙东军民的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中华民族抗战史增添了光辉一页。

一、两份电报：中央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重大决策
战略，最先是一个军事术语。战略基地，则是指对战争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地区，又称战略要地，是遂行战略任务的依托。历史表明，浙东抗日战略基地的开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决策。

1941年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今后华中战略任务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明确指出：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区、江南根据地（包括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战区。并特别强调“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央高层关于开辟浙东的最早一份电报指示。电报中提到的中原局，即1939年1月建立的、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1941年4月下旬，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陈毅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彭德怀为八路军副总指挥。这份电报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有了新的安排，开始把浙东作为华中指导中心的基本战略地区，指示总指挥部增辟这一战略基地，创立游击根据地。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一电报，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正确决策。

1941年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就发展从淞沪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再次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强调“此区大有发展前途”，“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

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华北、华中的敌后抗战开始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在浙东单独成立战略单位，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致使叶挺被捕，项英喋血，新四军损失异常惨重。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在这之后，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坚持抗日，重视反顽，尽快开创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急迫任务。

二是日军加紧推进的“南进”战略。1941年4月，日军第十三军司令部从上海推进到杭州，集结精锐师团约4万余人，海空军配合行动，采取东西夹击的方式，发动了浙东战役。虽然国民党爱国将士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杭州湾以南、杭甬线两侧绍兴、诸暨、镇海、宁波、慈溪、余姚等地纵横四百里的宁绍地区仍然迅速沦为敌占区。浙东城乡遭到日军的蹂躏，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因此，抗战形势格外严峻。

三是浙东地区的群众基础。浙东人民素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近代以来的抗英、抗法，以及余姚盐民大罢工、慈北农民闹荒暴动、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的武装斗争等，都曾经产生广泛影响，到处有革命的种子。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发表《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对慈溪北部等地的农民暴动作过评述。这才有后来他在视察宁波时的由衷感叹：“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 。

四是浙东的特殊区位和地理环境。宁波是蒋介石的老家，国民党反动统治相对强大，“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浙东物产富饶，财团众多。军事上，又是上海和杭州的重要屏障。由此，这里成为日、伪、顽与我必争之地。同时，四明山区森林茂密，层峦叠嶂，适合隐蔽游击战争，具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天然优势。

因此，开辟浙东战略基地，是中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慎重作出的一个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贯彻这一战略决策，决定将开辟浙东的任务暂由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中共江南区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实施。并派谭启龙到上海组织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打通同这四个省委的联系。中共江南区委随后指示中共路南特委，要求中共浦东工委立即组织武装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二、三支力量：在浙东地区汇成强大的革命洪流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由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浙东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以及从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第一师派出的一大批干部，先后汇聚浙东，开启了共同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征程。

一是浙东地方抗日武装，这是群众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在浙东地区大力恢复发展组织的同时，就开始着手布置武装抗日。1939年7月，定海县 第一支抗日武装——“吴榭乡抗日自卫队”成立。1941年6月后，又陆续组建了镇海“王贺乡巡夜队”、慈溪“慈东游击队”（后合并为“江南独立中队”)、余姚“四明游击指挥部独立大队”、鄞县“宁波自卫总队第二支队警卫分队”（也称“林一新大队”）、镇海“龙山自卫队”以及绍兴“皋北自卫队”、“浙东游击大队”等地方抗日武装。浙东党组织在宁绍地区沦陷后不久创建的抗日游击队及其初步开展的抗日游击活动，艰难曲折，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是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这是主要力量。当时，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有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另一支是在伪军第十三师第五十团中由中共控制的一部分力量。从1941年5月起，在中共路南特委和浦东工委的领导下，这两支武装900余人，在浦东工委委员、军事部长蔡群帆，第五支队大队附林有璋，浦东工委伪军工委书记朱人俊，以及军事骨干方晓、姜文光等率领下，分批南渡杭州湾到浙东三北。通过事先建立的统战关系，先后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和“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浦东南渡的抗日武装是开辟三北、四明地区的主要力量，它和中共领导的浙东地方武装一道，成为以后组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

三是从华中局和新四军派来的一大批干部，这是骨干力量。1942年上半年，浙东形势出现新的变化。2月，发生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和省委机关被破坏的“温州事件”，5月18日刘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致使浙江党的组织遭受重大损失。同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集结兵力达14万之多，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6月起，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第六师、第一师派来的谭启龙、何克希、连柏生、张文碧、刘亨云等一大批干部共有300余人，陆续到达三北。

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极其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浙东地区沦陷后，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暴行累累，给浙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据后来调研统计，抗战时期，宁波地区人口伤亡达32606人；财产损失为72147835元（1937年7月的法币价值）。初创时期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立足未稳，又远离华中基本区，面对凶残的敌人和复杂的斗争形势，要在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必须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浦东武装到浙东后，首先在三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行动表明自己是抗日的人民军队。

1941年6月18日，浦东南渡武装在余姚北部相公殿（今慈溪市）伏击日军，取得毙伤日军各8名的战绩，抗日游击队无一伤亡。6月25日，再次在相公殿伏击日军，迫敌狼狈逃窜。相公殿首战告捷，消息很快传遍三北大地，部队威名四扬。此后，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连歼日军。10月10日，在余姚西部登州街袭击日军，激战一小时，迫使敌逃回周巷据点。10月22日，在余姚北横河与日军血战一个半小时，大队长姜文光、大队附姚镜人等29人壮烈牺牲。11月，在余姚临山梅园丘与日军血战，大队长陆阳等16人壮烈牺牲，日军逃回到上虞五夫据点。12月，又在慈北长溪岭伏击日军，毙敌20余人。游击队的英勇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浙东人民的抗日斗志。

1942年7月8日，华中局正式决定成立中共浙东区委员会，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任军事部长。7月18日，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会议在慈北宓家埭召开，谭启龙作《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7月28日，华中局批准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4人组成。随后，三北、四明、会稽、三东4个地区级工委相继成立，浦东工委也隶属浙东区党委。

8月中旬，“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鸣鹤场成立。何克希任司令，谭启龙任政委，连柏生任副司令，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以灰色隐蔽方式统一领导浙东抗日部队。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整编了主力部队。同时，浙东区党委成立了“三北总办事处”，后来又成立了“南山总办事处”。

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使浙东军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并取得浙东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和三北总办事处的建立，以及主力部队的整编，标志着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形成，以及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取得了重大成果。

三、四年转战：抗日烽火燃遍浙东大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依据其《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一方面以确保占领地区为主，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同时，通过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浙赣战役后，日军加紧了对东南沿海的控制。控制浙西南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本土，并掠夺浙江中东部地区的战略资源砩矿。特别严重的是，在浙东地区形成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方夹击浙东抗日武装的严峻局面。日、伪、顽相勾结，兵力最多时达3万之众，而且装备精良。

1942年9月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浙东工作方针作了指示：“我军应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以“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 。9月22日，浙东区党委在鸣鹤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定了“迅速发展建立四明、会稽两山游击根据地”，“迅速巩固与坚持三北地区，并积极开辟沿海一带游击战争”的工作方针 。据此，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将主力部队分成三部分行动：由谭启龙、何克希、张文碧率司政机关和第四支队、教导队挺进四明山区；由连柏生、刘亨云率五支队在三北坚持斗争；由林有璋率特务大队等，开辟慈东、慈西地区，保障三北与四明的联系。

10月，日军动员上千兵力，分三路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也趁机袭击三北根据地的党政机关。10月8日，三北游击司令部和四支队在慈西阳觉殿击毙日军22人。这一仗震动了整个三北。9日，五支队在姚北竹山岙设伏，毙伤日军30余人。10月26日，五支队、特务大队及新国民兵团在慈北宓家埭、七三房一线伏击从观城出扰的伪第十师一个营，将其全歼。至此，粉碎了日军对三北根据地的“扫荡”。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在各地掀起反共逆流，制造摩擦，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当三北游击司令部与日伪军血战之时，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支队长艾庆璋纠集3000兵力，先后南渡杭州湾，“进剿”三北，气焰十分嚣张。三北游击司令部决定，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顽军以歼灭性打击。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役自11月28日开始至12月15日胜利结束，持续18天。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历经29次大小战斗，共歼顽军2000余人，取得了完全胜利，为尔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前后，游击队在金萧、浦东等地，也以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地打击日伪军。

反“扫荡”斗争和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为开辟四明创造了条件。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部队发展到2000多人。新四军军部和一师、六师再次增派100多名干部陆续到达浙东，加强浙东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力量。1943年元旦过后，按原定工作方针，游击队主力挺进四明山。4月初，三北军民通过灵活机动的破袭战，粉碎了日伪军2500余人的大规模“清乡”。为了打开四明局面，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第三支队、特务大队、教导大队于4月23日拂晓发起对余姚梁弄的攻击。经过16小时的攻坚战斗，拔除了伪军据点，收复了梁弄。

梁弄是四明山的心脏，攻克了梁弄，就控制了四明山，对于扩大和巩固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不久，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进驻梁弄和附近的横坎头。浙东主力部队再度挺进四明山后，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党的组织建设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也随之推进。同时，由于浦东、金萧等地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一个以四明山为中心，包括浦东、三北、四明、金萧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从此，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浙江各地党组织的联络中心。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不断扩大，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和恐惧，他们互相勾结，加紧发动第二次反共军事进攻。

1943年3月到10月，蒋介石多次电令顾祝同、何应钦、徐永昌等“负责指派有力部队限期解决三北游击队”。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接连发出三次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但顾祝同等置若罔闻。11月19日，国民党顽军对三北游击队第五支队姚南阵地发动进攻。五支队奋起反击，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直至翌年9月结束。这次反顽自卫战长达9个月之久，大小战斗共91次。这是浙东抗日根据地最难艰困苦的时期，浙东游击纵队减员891人，占当时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四明地委书记兼南山自卫总队政委陈洪、中共鄞江区委书记李敏等一大批党员干部先后牺牲。

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后，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认为，在浙东地区的部队已无必要灰色隐蔽，应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号，以凝聚和发展抗日力量。1943年12月22日，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次年1月5日，正式对外宣布这一番号。同时，成立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制定和颁布了《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草案）》。临委的成立及其施政纲领的公布，标志着浙东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各方面有计划的建设。

1943年冬和1944年春，日军也乘机向浙东抗日根据地进攻，发动两次千人以上的冬季和春季大“扫荡”，火烧了许多村庄，一度侵占梁弄、上虞县城等地。浙东区党委领导军民取得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8月25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防大队一中队血战大鱼山岛。他们在日军海军陆战队200人、伪军400多人和两艘兵舰、6只汽艇、两架飞机，海陆空联合疯狂进攻下，浴血苦战7个多小时，毙伤敌100多人，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大队附陈铁康、中队长程克明、指导员洪珠等42人壮烈殉国，写下了浙东抗日战争史上光辉而又悲壮的一页。浙东军民的英勇奋战，遏制了日军的“蚕食”，为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4年9月，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战略方针。12月底，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中南下苏浙皖边。1945年1月，苏浙军区成立。随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编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共1万余人。不久，浙西新四军主力在浙东部队的配合策应下，两渡富春江，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

1945年1月在梁弄举行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以连柏生、吴山民、郭静唐等为委员；产生了浙东参议会，谭启龙为议长，郭静唐、何燮侯为副议长。会后，浙东行政公署正式成立，连柏生为主任，吴山民、王仲良为副主任。同时任命了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四个地区的行政首长和各县县长，在根据地先后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也普遍建立。

5月，国民党田岫山部第三次公开投敌。5月29日，浙东游击纵队发起“讨田战役”，拔除其泗门据点。6月20日，攻取其许岙老巢，歼敌1000余人。6月30日，解放上虞县城丰惠镇。7月6日，全歼田岫山残部于嵊县开元附近。同时，在丁宅街、三界以西等地击溃了与田部勾结的国民党顽军10个团的进攻。取得了“讨田战役”和浙东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新四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张俊升率部于7月11日起义投向浙东游击纵队。新四军军部命令将该部编为纵队的第二旅，张俊升任纵队副司令兼旅长，王仲良为旅政委，朱人俊为旅政治部主任。同时将纵队第三、第四、第五支队改编为第一旅，由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兼旅长。

“讨田战役”和第三次反顽自卫战争的胜利，上虞城的解放，张俊升部的起义，使四明、三北、金萧三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与淞沪根据地隔海相望，经杭州湾相联；苏浙军区的成立使浙东和浙西相互呼应，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不久，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进驻上虞城。

据统计，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在长达4年多的敌后抗战中，浙东军民艰苦转战643次，克复南汇和上虞两座县城，攻克敌军据点110余个，共歼灭日伪军9197人，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异常巨大的牺牲，有上千名英雄儿女壮烈牺牲在四明大地上。

四、五大影响：浙东山川处处是丰碑
1945年7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2日，根据朱德总司令命令，浙东纵队向浙东解放区附近各城镇的日、伪军及政权发出通牒：命令所有敌军立即停止抵抗；听候接收；所有伪军、伪政权立即率部向新四军反正，听候编遣，如拒绝缴械和反正，坚决予以消灭。

8月17日，浙东纵队开始对浙东日伪军发起大反攻，一旅三、五支队横扫三北日伪据点；一旅四支队和二旅等向鄞西日伪军进攻，直逼宁波城郊；淞沪支队攻占南汇县城和一些集镇；金萧支队也攻占孝顺等一批日伪据点，准备配合盟军接收宁波、上海等大中城市。至8月底，除几个主要城市外，浙东纵队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地区顽抗的日、伪军。

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中国政权，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为着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需要，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了对侵华日军受降的权利，集中力量抢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们利用海陆空交通优势，空运军队抢占了上海；由浙赣路北上的军队占领了杭州和沪杭铁路沿线；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陈沛也率部日夜兼程奔赴浙东。

继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根据波茨坦公告，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后，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巡洋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对日受降典礼。9月15日，日军投降代表、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团旅团长宇野节，在宁波江东白鹘桥附近，向中国军队受降代表、第三十二集团军前进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沛洽降。当天，侵占宁波4年5个月的日军开始撤出城区。浙东的抗日战争以人民的最终胜利载入史册。

为防备和制止大规模内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主动提出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8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和苏北解放区。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了中央当日关于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的电令。为了全国的和平大局，从9月30日起，在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的率领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1万余人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5000余人，含泪告别血肉相连的浙东父老兄弟姐妹，开始分批渡杭州湾撤往苏北。浙东区党委随军北撤前，留下少数干部坚持原地斗争。

新四军浙东主力北撤途中，经历了澉浦、南丰等多次激战、击破国民党军队的追、拦、堵击后，由苏中新四军、沿途党组织和军民接应，渡过长江，进入了苏北解放区。至11月中旬，胜利完成了北撤任务。部队在涟水进行了整编，一旅和金萧支队、淞沪支队等改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三旅，二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第一旅。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烽火岁月虽然已经过去，然而，它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不可磨灭：

第一、它成为毛泽东肯定的全国著名的19个根据地之一，成为浙江敌后抗日的主战场，在4年多时间里，牵制了日本大量的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也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和失败。

第二、它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后来再次形成燎原之势，为浙东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南方七大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全面扎实的基础。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的英勇作战，极大地推动了浙东名城宁波的解放。

第三、它留下了众多的革命遗址，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凝固的历史。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的25个遗址点，不仅反映了根据地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事活动的全面兴旺，也成为了今天全国百个红色经典景区。

第四、它弘扬光大的新四军“铁军精神”即：听党指挥，忠于人民，坚贞不渝的铁的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百折不挠的铁的意志；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牢不可破的铁的团结；令行禁止，执纪严明，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勇猛顽强，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铁的作风。今天仍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产。

第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地始终保持了党、军队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按照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人生前立下的遗愿，他们的骨灰被统一安葬在四明山革命先辈碑林，他们真正体现了与老区人民群众的生死与共，他们与为了抗战而牺牲在浙东的烈士一道，永远关注着四明大地。这一状况在全国独一无二。

